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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量研究证实流动人口会降低全国各城市生育率水平， 但是两者的数量关系仍然不是十分清楚。

本文以广东为例， 利用 1990－2005 年广东流动人口和出生人口数据， 对流动人口变动与广东出生人口数

量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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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
限制性政策的逐步取消，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镇， 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1982 年全国第三
次人口普查时， 我国流动人口有 657 万人， 占总人口的 0．65％； 到 1990 年代的第四次人口普查
时， 我国流动人口为 3261 万人， 较 1982 年增长了近 4 倍； 进入 2000 年，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到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时， 我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了 1．56 亿， 占总人
口的 11．9％ （陈天惠等， 2009）。
大规模的流动人口进入城镇， 对于流出地和流入地的计划生育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尽管

流动人口进入城镇与农村来源地分离了， 但是受农村的社会环境和传统的习俗观念， 特别是生育
观的影响和控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消弱。 在过去， 流动人口被认为是高生育率群体， 超生、
逃生现象比较普遍， 他们被描述为 “超生游击队”。 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 流动人口的生育率
低于流出地的生育率， 而且流动人口与城市乃至全国生育率存在某种关系， 流动人口的低生育率
是城市乃至全国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之一。 敖再玉 （1990） 通过对 1988 年 2‰人口生育节育抽样
调查数据的研究分析 ， 认为流动的已婚妇女的生育率要低于流出地已婚妇女生育率 。 杨子慧
（1991） 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在 1987 年对全国 74 个城镇 10 万多人进行的人口迁移抽
样调查数据， 分析认为在各个年龄组， 流动妇女一般 （平均） 生育率明显低于农村本地妇女的一
般生育率， 流动对于生育行为有积极的影响。 谭晓青 （1994） 也利用此数据作了进一步研究， 发
现早期农村流出妇女生育水平与流入地非流动妇女的生育水平相差不大， 但近期农村流出妇女生
育水平低于流出地和流入地非流动妇女的生育水平。 郭志刚 （2008） 认为流动人口本身有较高素
质的选择性、 婚姻生育推迟和追求高品质高质量生活而产生的竞争效应都会导致生育水平较低，
现在的流动人口大军已经不是从前的 “超生游击队” 了， 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全国生育水平。
关于流动人口变动与生育率的关系研究 ， 部分学者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和实证研究。 梁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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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提出了 “外来人口分母效应” 对生育率影响的观点， 认为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和高等院校
在校生规模迅速扩大， 以及无户籍 “漂泊” 人口的增加导致了 2000 年京、 津、 沪三大城市的总和
生育率分别由 1．08、 1．12 和 1．04 降到了 0．67、 0．88 和 0．68。 郭志刚 （2005） 对梁秋生的结论提出
了质疑， 通过对本市原有人口的条件按照两种不同口径划分， 利用五普 1‰抽样原始数据对外来
人口的分母效应进行了再检验， 两种口径都得出京津沪外来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低于本地育龄
妇女， 婚育年龄推迟相对于外来人口对三大城市低生育率的影响更大的结论。 陈卫 （2005） 发现
在全国各城市普遍存在明显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 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外来人口的
规模和生育水平， 并以广东省为例， 利用五普 1‰抽样调查的原始数据计算了 2000 年广东省总和
生育率 TFR 为 0．97， 本地人口为 1．24， 外来人口为 0．62， 外来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只是本人人口的
一半， 而且广东育龄妇女中外来人口占尽广东常住人口的 30％。 因此， 广东外来人口分母效应非
常大。 You and Poston （2004） 用 1990 年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了中国人口流动与生育率的关系， 通
过 Logistic 回归对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加以控制后， 得出流动人口生育率低于农村非流动人口但高
于城市非流动人口生育率的结论。 陈卫 （2006） 利用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同样的分析， 但
得出了中国人口迁移与已有的迁移生育率理论不一致的结论， 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不仅低于农村非
流动人而且也低于城市非流动人口的生育率。
以上研究证实流动人口生育率在不断降低， 而且是影响全国各城市低生育率的因素之一， 但

是没有从数量关系上进行分析， 即流动人口的变化对生育水平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本文以广东省
为例， 利用 1990－2005 年广东省流动人口和出生人口时间序列数据， 对广东流动人口变动与出生
人口数量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二、 方法与数据

长期观察和研究表明， 自然环境、 经济状况、 社会状况和政策干预这四类因素是影响出生人
口数量的主要因素， 其中经济因素是最主要的 （魏津生， 1992）。 从广东的实际情况看， 影响出生
人口数量的主要因素应该是： 经济发展水平、
就业状况 、 流动人口数量和受教育水平等 ，
由于就业状况 （就业人数 ） 一般与经济发展
水平是高度相关的 ， 因此在建立出生人口数
量影响模型时 ， 就业人数不作为自变量放入
到模型中 。 因此 ， 出生人口数量影响模型可
以表述为：

BP＝F （GDP， EDU， FP）
其中 ， BP 为广东出生人口数量 ， GDP、

EDU、 FP 分别表示广东经济发展水平、 受教
育程度和流动人口数量。
从 1982－2005 年， 广东流动人口数量的调

查统计是间断性的 、 不连续的 ， 无法建立一
个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 。 能够获得的只有 8

②80 年代初期， 广东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广州、 深圳和东莞， 并且大部分来自广州， 且规模还不是很大， 因此

1984、 1985 和 1987 年广东流动人口的数据可以用广州流动人口数量为基础进行简单加权， 对本文的分析预测造成

的影响不大。

表 1 相关年份广东流动人口数量 单位： 万人

年份

1982
1984
1985
1986

流动人口数 （FP）
28．1
100
124
176

年份

1990
1995
2000
2005

流动人口数 （FP）
392．86
804．22
2530．43
2756．25

数据来源： 1984、 1985 和 1987 年来自张庆五： 《关

于城市流动人口问题的思考》②； 1982、 1990、 1995、 2000
和 2005 年分别来自： “三普”、 “四普”、 1995 年 1％人口
抽样、 “五普” 和 2005 年 1％人口抽样数据的相关计算。
注： 在统计口径上， “三普”、 “四普” 数据只包括

了跨县市的流动人口， 而 199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 “五

普” 和 2005 年 1％人口抽样还包括了县市内的流动人口，

因而后者对流动人口的调查口径要大于前者。

流动人口变动对广东出生人口数量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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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样本数据， 包含信息量是非常少的 （见表 1）
由于上述流动人口数据量少、 残缺不全和不连续等特点， 无法进行普通的时间序列建模。 但

是可以借鉴专门的数学方法， 利用已知数据来获得预测数据， 比如利用 1982－1986 年的数据来预
测 1987－1999 年的数据， 并用预测的数据代替未知数据来补充建模所需的时间序列数据。 对于人
口数量数据， 可以采用内插法和灰色数列等维递补法来获得以上缺失的数据。
灰色数列等维递补法是在灰色预测基本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的修正。 灰色预测基本模型如下：
GM （1， 1） 为但单序列的一介微分方程， 其相应的灰色微分方程是

式中， χ（1）（t）为灰色过程χ（0）（t）的一次累加生成变换， 即：

方程中的灰色参数茚α 和茚u， 其白化值为 。 用最小二乘法求解， 得

式中， 矩阵 A 为

矩阵 。

基于上述灰色微分方程的解， 可以获得灰色预测的两个基本模型：

灰色数列等维递补法就是由已知数据建立的 GM （1， 1） 模型预测出第一个值， 然后将这个
预测值补充到已知数列的最后， 同时去掉数列的第一个数据， 以此类推， 逐个预测， 依次递补，
直到完成预测目标③。
受教育程度可以用教育年限法来测量， 受教育年限可划分为文盲或半文盲 H1、 小学文化程度

H2、 初中文化程度 （包括技校） H3、 高中文化程度 （包括中专、 职高） H4、 大学文化程度 （包括
大专） H5。 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测算公式为：

EDUt＝3×H1t＋6×H2t＋9×H3t＋12×H4t＋16×H5t
其中， EDUt 为人均受教育年限， 3、 6、 9、 12 和 16 分别表示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和大

学的受教育年限即权重， H1t 至 H5t 分别为接受不同教育层次的 6 岁及 6 岁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数
的比重， t 为年份。
流动人口数据可以通过内插法和灰色数列等维递补法获得 ， 人均受教育年限数据利用历年

③关于内插法和灰色数列等维递补法的原理及具体使用方法详见李永浮等 ：《2010 年北京市流动人口预测》［J］．
地理研究，2006（1）和王学萌：《等维灰数递补动态预测》［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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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模型检验结果

生产总值 （GDP）
平均受教育年限 （EDU）

流动人口 （FP）
常数项

R2

DW 值

模型 1
－11．258**

209．857
0．852
2．514

模型 2

－7．131**

167．741
0．866
2．368

模型 3

－0．008***

128．726
0．927
2．388

模型 4
0．691

－0．009**

123．442
0．928
2．415

模型 5

－1．09
－0．007**

135．079
0．931
2．393

模型 6
2．005
－1．41
－0．0079**

121．607
0．934
2．449

系数值 （显著性水平）

注： 6 个模型均采用了广义差分法已缩减自相关性 ， *P＜0．05， **P＜0．01， ***P＜
0．001。

表 2 广东出生人口数及影响因素数据 （1990－2005）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GDP
（1978＝100）
838．88
1018．74
1316．97
1866．75
2485．39
3192．44
3677．74
4183．30
4590．28
4977．59
5779．63
6478．06
7265．36
8525．65
10150．64
12034．94

流动人口数

FP （万人）

392．86
521．00
762．70
776．54
790．38
804．22
907．98
923．95
1459．44
1994．94
2530．43
2575．59
2620．76
2665．92
2711．09
2756．25

平均受教育年限

EDU （年）

7．04
6．794
6．548
6．302
6．056
5．81
6．79
7．77
7．81
7．88
8．07
8．19
8．22
8．14
8．25
8．4

出生人口

BP （万人）

140．11
131．31
125．17
120
121

123．54
124．8
118．4
117
110

108．85
107．99
103．94
108

106．73
107．11

《中国统计年鉴》 的相关数据获得， GDP 和出生人数数据来源于 《广东统计年鉴 （2009）》， 四类
数据见表 2。

三、 广东流动人口与出生人口数
量关系检验

由表 1 可知， 1990－2005 年广东出
生人口数呈递减的趋势， 1990 年出生
人数为 140．11 万人， 但到了 2005 年降
到了 107．11 万人， 降低了 23．55％。 而
广东流动人口数恰恰相反呈现迅猛递

增的趋势， 从 1990 年的 392．86 万人增
加到了 2756．25 万人 ， 16 年的时间增
加了 7 倍。 出生人口与流动人口的相
关系数是 0．922， 这说明出生人口与流
动人口是高度相关的。 为了进一步了
解广东流动人口与出生人口数量关系，
利用广义差分法进行建模。
在模型中， 解释变量是出生人口，

被解释变量是流动人口、 GDP 和平均
受教育年限三个变量。 GDP 作为经济
增长水平的测量指标， 一般表现为 GDP 越大， 出生人口数相应的减少， 这是因为社会经济越发
达， 会带来一国或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 特别是生育观念的变化， 这在发达国家得到了反复验证：
经济越发达、 人口出生率越低， 而衡量经济发达程度最直接的数量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
因此经济发达程度与人口出生率负相关关系可以通过 GDP 与人口出生数量表现出来， 中国国内生
产总值数 （GDP） 与人口出生数负相关关系也验证了此点④； 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 出生率也会降
低； 而流动人口数量越多， 出生人口数是趋向于减少的。 这些都在以往研究中建立起来的关系或
者是本文提出的假设， 表 3 的模型检验结果证实了这一点。 这四个变量都是时间序列数据， 或多
或少会存在自相关性 ， 为了消除自相关 ， 本文利用广义差分法进行数量分析 ， 计量工具为

Eviews5．0 软件。
在广义差分法分

析中 ， 本文建立了 6
个模型。 前 3 个模型
解释变量只有一个 ，
通过前 3 个模型可以
初步判断出哪一个解

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

出生人口的解释性更

强。 后 3 个模型都把
流动人口作为解释变

④利用《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可以计算出 1952－2008 年中国 GDP 与出生人口数为负相关关系。

流动人口变动对广东出生人口数量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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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其它两个解释变量逐步放入到模型中， 以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及模型的解释能力。 单独将生
产总值、 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流动人口作为被解释变量放入到模型中， 都通过了检验 （模型 1， 2，
3）。 但是模型 3 的显著性更高一些， P 值小于 0．001， 且模型的判定系数 R2 也最高， 这能够初步
说明流动人口对出生人口的影响要比 GDP 和平均受教育年限要大。 将流动人口变量放进后 3 个模
型中， 逐步控制 GDP 和平均受教育年限。 模型 4 是控制住 GDP， 模型 5 是控制住平均受教育年
限， 但模型 5 的 R2要高些， 且大于模型 3 的 R2， 这说明加入控制变量平均受教育年限， 模型的拟
合优度在不断提高， 模型的解释能力也越来越强。 模型 6 将 GDP 和平均受教育年限都放进模型
中， 是个完全模型， R2 进一步增大为 0．934， 说明这一模型可以解释出生人口影响因素的 93．4％。
模型 6 流动人口系数为－0．0079， 并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尽管在模型 1 和模型 2 中，
GDP 和 EDU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但是模型 6， 两个变量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流动人口对广东出生人口数量影响模型可以参考模型 3， 流动人口系数为－0．008。 检验也证

实了人口流动对广东生育率确实存在显著影响， 人口流动对于广东生育率的降低具有积极的作用。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分析和实证结果，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流动人口的生育率在下降， 而且造成了全国各大城市生育率的普遍下降。 90 年代以前，

流动人口被认为是 “超生游击队”， 超生、 逃生现象比较普遍是政府计划生育与管理的一个难题。
但是进入 90 年代以后， 大量研究证实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 但是其生育率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
势， 也正是由于流动人口生育率的降低带动了全国各大城市生育率的下降。 究其原因， 可能是流
动人口流入城镇主要是务工经商， 2000 年五普和 2005 年 1％人口抽调显示、 流动原因为务工经商
的分别为 55．1％和 53．1％ （段成荣等， 2008）。 大城市就业机会多， 各方面条件比较优越， 但是竞
争也激烈， 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因此， 无暇考虑结婚生子。 另外， 流动人口规
模在不断扩大 ，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时 ， 我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了 1．56 亿 ， 占总人口的

11．9％， 而且沿海城市是流动人口流入的主要目的地， 其流动人口数量占据了全国的很大一部分。
正是流动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以及流动人口的规模所引发的 “分母效应” 拉低了城市生育率。

2、 流动人口是影响广东出生人口的主要因素。 影响出生人口的因素一般概括为自然环境、 经
济状况、 社会状况和政策干预的， 其中经济因素是主要的。 但是根据模型分析结果知， 影响广东
出生人口数量的最主要因素并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流动人口数。 2010 年广东流动人口数量已经超过
了 3000 万人， 占广东常住人口的 30％以上， 其规模非常大， 并且流动人口生育率低。 这对广东生
育率造成影响也是可以理解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 流动人口对广东出生人口数量影响系数为－0．008， 广东流动人口的增加有

利于降低广东生育率。 因此， 为了做好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管理工作， 控制人口数量， 实现
优生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本文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1、 破除陈旧错误观念， 正确认识人口流动
一直以来， 社会上只要提到流动人口， 就将他们与 “超生游击队”、 犯罪率高等联系起来。 但

是，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 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入城市
工作， 这是符合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 是正确的发展路径。 人口流动是二元经济结构的表现之一，
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 流动人口在我国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群体， 特别是在广东等改革开放前沿阵
地。 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是一项新的工作， 因此在管理上遇到各方面的难题是理所当然的， 但我们
不能把这些难题归根于流动人口这个群体本身。 进入 21 世纪， 我国社会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 流动人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前文的分析可知， 流动人口的生育率在下降， 而且造成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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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城市生育率的普遍下降， 流动人口已经不是所谓的 “超生游击队”， 流动人口的增加对于我国
计划生育政策的顺利进行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因此， 应该正确认识人口流动， 摒除流动
人口是 “超生游击队” 等陈旧错误观念。

2、 促进流动人口的合理配置
广东流动人口不仅为广东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且还是影响广东生育率的主要积极因

素， 因此， 吸引足够规模的流动人口到广东工作以及用好、 保留好流动人口， 即流动人口的合理
配置， 对于促进广东经济的持续发展、 落实计划生育政策、 保持广东低生育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
用。
在吸引流动人口方面， 一方面， 应该通过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来吸引普

通务工人员； 另一方面， 应该通过富有竞争性的薪酬待遇、 灵活的激励机制、 良好的工作环境以
及优惠政策等措施吸引高学历的专业技术人才来广东工作生活。 在保留流动人口方面， 可以从以
下三方面作出贡献： 一是减少不利于流动人口流动的各种规章制度， 降低进一步流动的成本； 二
是出台有效政策管理和服务好在广东工作生活的流动人口群体， 让流动人口在广东工作生活具有
“家” 的感觉， 产生归属感， 如 2009 年颁发实施的 《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 规定了在全
省免费办理同一地流动人口居住证， 居住证制度在流动人口群体中就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 三
是努力提高广东流动人口的知识、 技能等综合素质， 提高这部分群体的就业能力。

3、 提高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率
广东流动人口群体生育率低， 并且具有 “分母效应”， 能够降低广东整体生育率， 因此， 有必

要通过采取针对性措施管理和服务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 提高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率， 维持广
东流动人口生育率在合理的水平， 以促进广东整体生育率在一个合理范围内。 如社区化管理， 政
府部门在出台对流动人口管理的政策时， 其主要依据就是这些公职人员收集了解到的信息和资料，
这些信息和资料一般是不全面具体的， 从而导致出台的政策有效性差。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让流
动人口自己管理自己， 可以借鉴城市居民社区式管理， 以区域为单位， 将某一区域的流动人口作
为一个社区， 并一定的报酬专门聘请该区域流动人口中的数人作为该社区的管理人员。 用流动人
口群体中的人做管理人员， 即流动人口直接管理流动人口， 管理简单易行， 又能减少操作程序，
节约成本， 最重要的是收集到的信息和资料。 管理人员不定期的对社区流动人员人数进行跟踪了
解， 即使该社区有流动人口流出或流入该社区， 也能马上及时的了解到， 流动人口的动态管理能
够很好的实现。
有待改进和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本文对所使用的广东流动人口数据是采用的预测值， 计算结

果亦会存在一定的误差。 此外， 本文建立的广东出生人口的数量模型只用 3 个变量， 除了经济发
展状况、 流动人口数量和受教育状况以外， 还有其他控制因素对出生人口有影响， 可以加入此模
型中进行分析， 比如年龄、 性别、 民族等， 在这些方面进行后续研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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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hanges on the Births in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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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ny studies show that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an decrease the fertility of the urban， however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urban fertility is rarely demonstrated．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births
and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explores empirically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hanges and the births in
Guangdong．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Births；Generalized differenc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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